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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意义】我国在快速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水资源浪费严重、大气质量下降、土地退化等

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探讨如何在城镇化过程中兼顾生态环境的保护，为推动城市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

论与方法支撑。【方法 /过程】应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 2009 － 2017 年福建省城镇化与生态环

境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 /结论】福建省 2009 － 2017 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呈现上升

趋势，协调等级已发展为中度协调; 福建省各市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持续提高，几乎都在勉强协调

及以上，福州、厦门和泉州已达到优质和良好协调; 空间上表现为东南部沿海地区高，西北内陆地区低的分异;

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有 R＆D 经费支出、二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人均财政预算内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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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Fujian Province

WU Si-qi，WANG Xiao-wen
( 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007，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Meaning】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there were a series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such as serious waste of water resources，degradation of air quality and land degradation，etc． By
exploring how to take the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it would pro-
vid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the society． 【Methods /
Procedures】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geographic detector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oupling coordina-
tion degre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Fujian Province from 2009 to 2017.
【Results /Conclusions】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Fujian Province
from 2009 to 2017 showed an upward trend，and the coordination level has developed to the moderate coordination; The de-
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each city of Fujian continued to in-
crease，and almost all of them were barely coordinated and above，while Fuzhou，Xiamen and Quanzhou have reached high
quality and sound coordination;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high coordination of southeast coast-
al areas and the low coordination of northwest inland areas; And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cluded R＆D expenditures，the proportion of the added value of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 GDP，per capita finan-
cial budget income，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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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须

过程［1］。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

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截至

2017 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达到 58. 52%。在城镇化

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生态环境面临着巨大的

挑战，如水资源浪费严重、大气质量下降、土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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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着我国可持

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党的十八大第一次

把“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写进报告，

十九大报告更是提到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

环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行最严格的

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等论断，将生态环境的维护

与治理提升到新的高度。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生态

环境的保护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属于对立又统一

的关系。如何协调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成为

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
目前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 城

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研究。19 世纪末，英国社

会学家 Howard［2］提出一种称之为 “田园城市”的

城市规划设想，即把城市生活的优点同乡村的美好

环境相结合，对现代城市规划等相关研究起到了重

要的启蒙作用。Meadows［3］ 在其著作 《增长的极

限》指出，城市化过程中，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而使生态环境衰败的速度呈现出指数型增长。我国

学者关丽洁［4］认为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产生的资

源浪费、环境恶化等问题会制约其可持续发展，但

城镇化经过调整优化后，可以有效减少人类对大自

然的干扰程度［5］。 ( 2)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

系机理研究。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 ( OECD) 提出

的“脱钩”理论指出随着发展进程推进，经济发

展与环境压力可能会出现背向发展的趋势［6］，该

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发

展的内在联系。张晓琴等［7］发现县域新型城镇化

建设目标与生态理念的有机、系统和权利特征之间

存在内在耦合性。方创琳等［8］以特大城市群地区

为研究对象，建构了多尺度 － 多技术 － 多智能体集

成下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技术框架与技术

路径。 ( 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的实证研

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EKC) 认为在经济增长

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一种倒 “U”型的关系，环境

质量在 经 济 增 长 过 程 中 呈 现 先 恶 化 后 改 善 的 情

形［9］。Kasman 等［10］调查了 1992 － 2010 年期间欧

盟成员国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量等生态环境指

标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证实了生态环境与城市化

之间存在倒 “U”型关系。我国学者汪中华等［11］

通过建立指标评价体系并结合耦合测度模型对中国

30 个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值进行测度。
曹祺文等［12］在中国城镇化系统力学模型的基础上，

拓展出基于水资源约束的中国城镇化 SD 模型，并

对水资源利用进行了多情景模拟。马艳［13］以长江

经济带为例，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交互胁迫模型，

探究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动态关系。从研究尺度

看，研究区域多以国家、城市群层面为主; 从研究

视角看，已有的实证研究多是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

耦合协调度水平进行水平测度与时空特征的描述，

对于二者之间耦合协调发展影响机制的相关研究较

少; 从研究方法看，耦合度函数［6，13］、系统力学模

型［12］、回归分析［14］等均有应用。
福建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是全国城镇化

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之一，同时是国家

首个生态文明实验区，生态指数位居全国第一。基

于前人的研究，本文以福建省及其地级市为研究案

例，构建评价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指标体

系，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测

度，运用地理探测器探讨两者耦合协调的影响因

素，以期为福建省及相似地区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

耦合协调发展的相关决策提供路径选择。

1 研究方法

1. 1 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根据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本质内涵，在借

鉴前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5 － 6，13］，结合福建省发展

实际，从人口、空间、经济、社会共 4 个方面选取

13 个指标构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 从生

态环境、压力、响应共 3 个方面选取 12 个指标构

建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 ( 表 1) 。本文所

有的数据来源于 2010 － 2018 年的 《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福建统计年鉴》，以及 2009 － 2017 年福建

省及各市的环境质量报告书。
1. 2 研究方法

1. 2. 1 变异系数 为防止因指标量纲的不同对权

重产生影响，以及为避免专家打分赋权的主观性，

本文选取了变异系数法，计算公式如下:

Vi =
σi

珋xi
( i = 1，2，…，n) ( 1)

wi = Vi /∑
n

i = 1
Vi ( i = 1，2，…，n) ( 2)

式 ( 1) 、式 ( 2) 中，σi 为第 i 项指标的标准

差，珋xi 为第 i 项指标的平均数，Vi 为第 i 项指标的

变异系数，wi 为第 i 项指标的权重。这里需要注意

的是对于正向指标，指标越大越好; 对于负向指

标，指标则越小越好，实际生态环境指标中具有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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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指标，因此为了消除数据的数量级及量纲的不同

影响，在计算变异系数前需要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

原始数据进行处理，计算公式为:

x' ij = ( xij － xj min ) / ( xj max － xj min ) ( 3)

x' ij = ( xj max － xij ) / ( xj max － xj min ) ( 4)

式 ( 3 ) 、式 ( 4 ) 中，x' ij 为原始数值经过标

准化后的数值，xij为原始数值，i 为指标序号，j 为

年份。

表 1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指标体系

系统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方向

城镇化系统 人口城镇化 城镇人口比率( % ) 正向

二、三产业从业人数比率( % ) 正向

人口密度( 人 /km2) 正向

空间城镇化 建成区面积( km2) 正向

城市建设用地占市区面积比重( % ) 正向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m2) 正向

经济城镇化 人均 GDP( 元) 正向

二三产业所占 GDP 比重( % ) 正向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社会城镇化 移动电话用户( 万户) 正向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人) 正向

每千人拥有医院卫生床数( 张) 正向

每万人拥有公交车数量( 辆) 正向

生态环境系统 压力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 t) 负向

人均工业 SO2 排放量( t) 负向

人均工业粉尘排放量( t) 负向

人均用水量( m3) 负向

状态 建成区绿地覆盖率( % ) 正向

人均绿地面积( m2) 正向

人均供水量( m3) 正向

城区环境空气达标率( % ) 正向

响应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正向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 % ) 正向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 ) 正向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 万元) 正向

1. 2. 2 耦合度模型 “耦合”是来源于物理学中

的概念，是指 2 个或 2 个以上的系统通过自身或者

外界各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现象［15］。2 个系

统耦合度的模型为:

C = 2 u1u槡 2 / ( u1 + u2 ) ( 5)

式 ( 5) 中，C 为耦合度，u1、u2 分别为城镇

化综合发展指数与生态环境发展综合发展指数。由

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这 2 个系统发展水平存在差

异，可能会出现低水平高耦合度的情况，为了更精

准地反映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需要采

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进一步分析。计算公式为:

D = ( C × T) 1 /2，T = α × u1 + β × u2 ( 6)

式 ( 6) 中，D 为耦合协调度，T 为城镇化与

生态环境的综合协调指数，α、β 为待定系数，代

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考虑

到 2 个系统重要性相同，取 α = β = 0. 5［16］。本文

根据计算结果与福建省实际情况，在参考已有文献

的基础上，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类型划分为

严重失调 ( 0 ＜ D≤0. 2 ) 、中度失调 ( 0. 2 ＜ D≤
0. 3) 、轻度失调 ( 0. 3 ＜ D≤0. 4) 、勉强协调 ( 0. 4
＜ D≤0. 5 ) 、初级协调 ( 0. 5 ＜ D≤0. 6 ) 、中度协

调 ( 0. 6 ＜ D≤0. 7 ) 、良好协调 ( 0. 7 ＜ D≤0. 8 )

和优质协调 ( 0. 8 ＜ D≤1) ，共 8 个等级。
1. 2. 3 地理探测器 据王劲风等人［17］的研究，地

理探测器模型可以克服统计方法处理变量的局限

性，是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背后驱动力的

一组统计学方法，目前已经在自然和社会科学多领

域得到了应用。本文应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来探测城

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模型如下:

PD，U = 1 － 1
nσ2

U
∑
L

i = 1
nD，iσ

2

UD，i
( 7)

式 ( 7) 中，PD，U为影响因子 D 对耦合协调度

的探测力值，n 为整个区域的样本数，σ2
U 为整个

区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方差，L 为次

级区域的个数，nD，i 为次一级区域的样本数，σ2

UD，i

为次一级区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方

差，PD，U取值范围为 ［0，1］，值越大说明该项因

子对 2 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的影响越大。

2 福建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

的特征分析

2. 1 耦合协调总体演化特征

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根据式

( 5) 和式 ( 6 ) 得出 2009 － 2017 年福建省城镇化

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 ( 图 1) 、耦合度与耦合

协调度 ( 图 2 ) 。从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来看，福

建省城镇化发展水平为持续上升的趋势，福建省拥

有良好区位、政策支持、能源丰富等优势条件，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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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口不断向城市聚集，城市持续扩张使城镇化水

平得到快速的提升; 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来

看，福建省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为波动上升趋势，在

2011 年生态发展水平下降，这一年同时是所求年

份中城镇化增速最快年份之一，表明快速城镇化给

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2011 年后生态环境

快速发展至 2013 年后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在

经历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后，政府更加注重城镇化

的发展质量，通过改善人民生活发生、环境治理等

一系列措施使生态环境水平得到发展; 从耦合度

看，福建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介于 0. 4302
～ 0. 4999 之间，2013 年后数值一直在 0. 49 左右徘

徊，但未超过 0. 5，表明福建省城镇化发展与生态

环境两者互动耦合十分紧密，耦合度达到拮抗阶段

极值，即将进入磨合阶段; 从耦合协调度看，福建

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一直处于上升趋

势，协调等级从中度失调发展到中度协调。根据图

1，协调模式分为 2 个阶段，2009 － 2013 年为城镇

化滞后阶段，2014 － 2017 年为生态环境滞后阶段，

表明快速城镇化给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但同

时城镇化发展带来环境治理技术进步、投入加大等

情况，使生态环境质量处于上升水平，从而使耦合

协调度上升。

图 1 福建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

2. 2 各市耦合协调度演化特征

2. 2. 1 综合发展水平演化特征分析 根据变异系

数分别确定各指标权重，计算得到 2009、2013 和

2017 年福建省各市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

综合发展指数 ( 表 2) 。根据其可将福建省各市城

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划分为 4 类: 0 ＜ ( u1、
u2 ) ＜ 0. 1 为发展水平弱; 0. 1 ＜ ( u1、u2 ) ＜ 0. 2
为发展水平一般; 0. 2 ＜ ( u1、u2 ) ＜ 0. 4 为发展

水平较高; 0. 4 ＜ ( u1、u2 ) ＜ 1 为发展水平高。

图 2 福建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

从城镇化系统来看，3 个时间段城镇化综合发展指

数 ( u1 ) 平 均 值 分 别 为 0. 3066、 0. 3131 和

0. 3344，表明福建省各市城镇化水平不断得到提

升，且总体水平较高; 变异系数数值较大，但随着

时间的推移，数值有所缩小，表明福建省各市城镇

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但呈现缩小的趋势。具体来

看，厦门市城镇化发展水平一直处于福建省 “领

头羊”地位，厦门市良好的区位、优惠的政策以

及舒适的环境等使其对资本、人才吸引能力巨大促

进了城镇化发展水平快速发展。此外，省会城市福

州市、县域经济发达的泉州市城镇化发展水平也处

于高水平。漳州市城镇化发展水平一直处于较高水

平，莆田市在 2009、2013 年城镇化发展水平一般，

但数值无限接近较高水平，在 2017 年数值上升到

0. 2783，进入较高水平。龙岩市、三明市城镇化发

展水平一直处于一般，南平市、宁德市则一直处于

较弱的发展水平。从生态环境系统来看，3 个时间

段生态 环 境 综 合 发 展 指 数 ( u2 ) 平 均 值 分 别 为

0. 4557、0. 4639 和 0. 5273，表明生态环境发展水

平也是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且处于高水平且各市生

态发展水平差距较小。具体来看，福州市、厦门市

和泉州市属于高城镇化高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类

型，与其他城市相比产生的生态压力更大，但同时

生态响应如重视污染治理的投资、并实现工业废物

充分利用等使其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处于高水平。漳

州市、莆田市生态环境一直处于高水平。龙岩市生

态环境发展水平增长最快，在 2017 年也达到了高

水平。三明市的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在 2009、2013
年一直位于福建省最末，作为新兴工业城市，其人

均工业废物排放量明显高于其他城市，经济活动对

水资源的消耗较大，引起相关部门注意经过治理、
投资，生态环境得到快速发展在 2017 年接近高水

平。南平市生态环境发展在 2009 年为较高水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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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入高水平，而宁德市在 2017 年时从高水平下 降为较高水平。

表 2 福建省各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

城市

2009 年 2013 年 2017 年

城镇化综合发展
指数( u1 )

生态环境综合发展
指数( u2 )

城镇化综合发展
指数( u1 )

生态环境综合发展
指数( u2 )

城镇化综合发展
指数( u1 )

生态环境综合发展
指数( u2 )

福州 0. 5229 0. 4864 0. 5326 0. 4529 0. 5691 0. 5454

厦门 0. 8955 0. 6535 0. 8065 0. 4802 0. 8129 0. 8032

泉州 0. 4186 0. 6741 0. 4822 0. 6694 0. 5563 0. 6042

漳州 0. 2449 0. 4336 0. 2406 0. 4209 0. 2783 0. 5165

莆田 0. 1939 0. 5163 0. 1960 0. 6392 0. 2537 0. 5158

龙岩 0. 1688 0. 3062 0. 1985 0. 3577 0. 1955 0. 5215

三明 0. 1622 0. 2550 0. 1730 0. 2737 0. 1489 0. 3941

南平 0. 0671 0. 3373 0. 1095 0. 4339 0. 0711 0. 4929

宁德 0. 0853 0. 4390 0. 0790 0. 4472 0. 1240 0. 3523

平均值 0. 3066 0. 4557 0. 3131 0. 4639 0. 3344 0. 5273

2. 2. 2 耦合协调度演化特征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

型，以 2009、2013、2017 年这 3 个时间点数据计

算福建省各个地级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

度 ( 表 3) 。从表 3 可以看出，总体上福建省各个

城市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呈现出上升的趋

势，个别城市如福州市、厦门市、漳州市在 2013
年出现回落，但回落数值很小。从协调等级来看，

除了南平市 2009 年为轻度失调外，3 个时间段各

市都在勉强协调以上，且初级协调以上的城市占比

为 62. 96%，表明福建省城镇化发展的同时注重对

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提升，符合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的形象。具体来看: 研究期间仅有厦门达到优质协

调，且耦合协调度一直居于首位，其在 2013 年下

落到良好协调，表明快速的城镇化给生态环境带来

巨大压力，经过调整又在 2017 年上升为优质协调;

福州市、泉州市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一直

处于较高状态而使耦合协调度等级维持在良好协

调; 较长时间维持在初级协调的有漳州市、莆田

市、龙岩市，其中漳州市、莆田市在 2017 年由初

级协调上升为中级协调，龙岩市在 2009 年后由勉

强协调上升为初级协调; 南平市在 2009 年城镇化

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其生态环境水平而处于轻度失

调，随着城镇化发展上升为勉强协调; 三明市、宁

德市与其他各市相比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均处于较低

水平，因此长期维持在勉强协调。根据结果可以将

福建省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 3 个层次:

福州市、厦门市、泉州市的耦合协调度相对较高属

于第一层级; 漳州市、莆田市、龙岩市为第二层

级; 三明市、南平市、宁德市的耦合协调度长期处

于勉强协调等级，相对较低，属于第三层级。从福

建省各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来

看，呈现出东南部沿海地区高，西北部内陆地区低

的空间分布差异特征。这一格局主要是因为沿海地

区快速的城镇化进程给生态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

但经济发展与内陆地区相比有明显的优势使生态响

应充足，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

的不均衡程度; 内陆地区生态环境基础好，随着经

济不断发展与政策支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

协调度有了一定的提升。
以丛小丽等［18］根据吉林省生态旅游与旅游环

境系统各自发展水平，将耦合协调度的类别分为了

3 种类型为依据，本文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

协调度类型划分为: 城镇化发展指数大于生态环境

发展指数的，为生态环境滞后型; 城镇化发展指数

约等于生态环境发展指数的，为同步型; 城镇化发

展指数小于生态环境发展指数的，为城镇化滞后

型。从福建省各市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

类型来看，生态环境滞后、城镇化滞后、基本同步

在 3 个 年 段 上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14. 8%、74% 和

11. 2%，总体表现为城镇化发展滞后于生态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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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这是由于虽然福建省城镇化水平较高但近年

来增长速率减慢，作为我国南方地区重要的生态屏

障，深入实施生态省战略使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维持

在较高水平且不断发展。福州市、厦门市在 2009

和 2013 年为生态环境滞后型，经过治理在 2017 年

发展为基本同步型; 泉州市在 2009 年和 2013 年为

城镇化滞后型，在 2017 年也发展为基本同步型。
其余各市还处于城镇化滞后阶段。

表 3 福建省各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等级与类型

城市
2009 年 2013 年 2017 年

D 等级 类型 D 等级 类型 D 等级 类型

福州 0. 7102 良好协调 生态滞后 0. 7008 良好协调 生态滞后 0. 7464 良好协调 基本同步

厦门 0. 8746 优质协调 生态滞后 0. 7889 良好协调 生态滞后 0. 8989 优质协调 基本同步

泉州 0. 7288 良好协调 城镇滞后 0. 7538 良好协调 城镇滞后 0. 7614 良好协调 基本同步

漳州 0. 5708 初级协调 城镇滞后 0. 5641 初级协调 城镇滞后 0. 6157 中度协调 城镇滞后

莆田 0. 5625 初级协调 城镇滞后 0. 5949 初级协调 城镇滞后 0. 6015 中度协调 城镇滞后

龙岩 0. 4768 勉强协调 城镇滞后 0. 5162 初级协调 城镇滞后 0. 5679 初级协调 城镇滞后

三明 0. 4510 勉强协调 城镇滞后 0. 4665 勉强协调 城镇滞后 0. 4921 勉强协调 城镇滞后

南平 0. 3879 轻度失调 城镇滞后 0. 4669 勉强协调 城镇滞后 0. 4326 勉强协调 城镇滞后

宁德 0. 4399 勉强协调 城镇滞后 0. 4435 勉强协调 城镇滞后 0. 4572 勉强协调 城镇滞后

3 福建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的

影响因素

3. 1 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受多方面因素综

合影响，本文在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福建省

的实际情况和数据可获取性，选取城市人口密度、
人均 GDP、二三产业占 GDP 比重、R＆D 经费支

出、人均财政预算内收入、人均实际利用外资共 6
项指标作为探测因子。首先在 ArcGIS 10. 2 中对各

项因子进行自然断裂点分级，接着采用地理探测器

模型对福建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的形成机理

进行分析。
3. 2 影响因素分析

地理 探 测 器 的 分 析 结 果 ( 表 4 ) 显 示，在

2009、2013、2017 年这 3 年中，二三产业占 GDP
比重与 R＆D 经费支出始终是影响城镇化与生态环

境耦合度重要因素; 除了城市人口密度和人均实际

利用外资以外，其他各项影响因素都有了一定程度

的提高，R＆D 的影响程度提升最快，在 2017 年探

测力 值 达 到 了 0. 7887，与 2009 年 相 比 上 升 了

43. 8%。具 体 来 看，2009 年 主 要 受 二 三 产 业 占

GDP 比重、R＆D 经费支出因素影响; 2013 年人均

财政预算内收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17 年除了

人均 GDP、人均实际利用外资以外，其余各项因

素的探测力值都在 0. 6 以上。各因素对城镇化与生

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的影响的机制可以概括为如下 5
个因素。
3. 2. 1 科技支撑力 科学技术是一个国家综合国

力的重要体现，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之

一。由表 4 可知，R＆D 经费支出对城镇化与生态

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影响逐年上升且速率很快，这充

分说明了城市的发展与科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科技促进技术的进步和装备的升级，提高社会劳动

生产率，同时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有效降低单位生

产量能耗，提升资源循环利用率，并不断开拓新能

源与材料，从而减轻城市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

成的压力。
3. 2. 2 经济驱动与产业结构优化 福建省位于东

部沿海，拥有良好的区位、国家政策和独特的侨乡

优势等而获得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城镇化与生

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

表 4 可以看出人均 GDP、二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

探测力值较高，特别是二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

在 2009 年与 2013 年、2017 年分别排第 1、2 位，

由此可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维持城市经济稳

定、降低外部条件改变造成损失的重要途径。
3. 2. 3 政府作用力 由表 4 可以看出人均预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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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探测力值在 3 个年份中较高，在 2017 年达

到了 0. 6133，表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

受政策的影响较为显著。在市场经济下，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可以给经济注入活力和动

力，但是经济具有波动性，在市场失灵时还需要政

府这只“无形的手”实施宏观的调控政策，使经

济保持稳定增长的状态。同时，政府在保护环境，

防止生态环境恶化中作用力巨大，比如划定经济活

动禁区、实行严格监督机制、直接投资环境项目

等。政府对促进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有着不

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3. 2. 4 对外开放水平 相比其他因子，代表对外

开放水平的人均实际利用外资的探测力值较小，且

在 2017 年呈现下降的趋势。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

可以吸引大量的资金、人才，促进技术、信息的交

流，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培育出一批新

兴产业，一定程度上可以推进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

耦合协调发展。
3. 2. 5 人口因素 由表 4 可以看出，城市人口密

度的探测力值与其他要素相比在 3 个年段中都是最

少的。一方面，人口城镇化是衡量城镇化水平的重

要指标，产生的聚集效应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城市人口过快集

聚、增长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压力。近年来随着城

乡一体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就地就业增多和人口

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

影响减小。

表 4 福建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影响要素影响力测度

年份
城市人
口密度

人均 GDP 二三产业占
GDP 比重

R＆D 经费
支出

人均财政预算
内收入

人均实际
利用外资

2009 0. 3811 0. 4450 0. 5383 0. 5137 0. 4605 0. 4343

2013 0. 4700 0. 5663 0. 5722 0. 6322 0. 5954 0. 5601

2017 0. 4575 0. 6081 0. 6403 0. 7387 0. 6133 0. 5352

4 结论与建议

在总结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联的理论基础

上，以福建省及各市为研究案例，首先建构了城镇

化与 生 态 环 境 综 合 发 展 水 平 指 标 体 系，测 算 了

2009 － 2017 年福建省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

水平，接着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这 2 个系统之

间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分析其演化特征，最后利

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

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 1 ) 从整体上看，2009 －
2017 年福建省城镇化发展水平持续上升，生态环

境发展水平波动上升;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动态关

系紧密，耦合度即将进入磨合阶段，耦合协调度呈

现不断上升趋势，协调等级已发展成为中度协调;

( 2) 福建省各市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都

在逐步提升，相对于城镇化发展水平，各市的生态

环境发展水平差异较小，并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

( 3) 个别城市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在

个别年份有所波动，但总体是上升的。耦合协调的

等级基本都在勉强协调及以上，根据结果可分为三

个层次: 福州市、厦门市、泉州市为第一层级; 漳

州市、莆田市、龙岩市为第二层级; 三明市、南平

市、宁德市为第三层级; 从耦合协调度类型来看，

生态环境滞后型、城镇化滞后型、基本同步型在 3
个时间段上的比例分别为 14. 8%、74% 和 11. 2%，

总体表现为城镇化发展滞后于生态环境的发展;

( 4) 通过地理探测器分析发现，福建省耦合协调

度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有 R＆D 经费支出、二

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人均 GDP、人均财政

预算内收入等。总之，福建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

耦合协调发展是受科技支撑力、经济驱动与产业优

化、政府作用力、对外开放水平和人口因素等相互

作用的结果。
为推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基于以上

分析并结合福建省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建议。 ( 1)

加强科研投入与科技创新。政府加大生态环境保护

科研经费的投入，支持科研成果的宣传与鼓励优秀

的专利投入生产。发挥 “互联网 +”在城镇建设

中的连接作用，充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

术，促进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政务信息共享

和业务协同，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和效率，使人居环

境更美好［19］; ( 2 ) 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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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积极推进污染减排和资源

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

业发展; 相对工业基础较弱的地区，依托农产品深

加工、文化、旅游等低碳生态产业带动经济的发展

与居民收入增长; ( 3 ) 规划先行，发挥政府的引

导作用。各区域分层次构建科学的城镇规划体系，

规划要把城镇设施、产业、资源及生态环境等要素

如何做到协调一致发展做出严格的论证和细致周密

的安排; 政府发挥宏观调控智能，保证各项规划落

实到实处，进行立法保障，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同

时宣扬生态知识，加强民众的环保意识; ( 4 ) 加

强合作，协同发展。加快实施核心城市带动战略，

发挥各个地区的优势，通过区域联动互助发展，不

断提升福建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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